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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知府選任的空間與量化分析 

——以政區分等、《縉紳錄》數據庫為中心 

 

胡 恆  陳必佳  康文林 

 

提 要 

   知府在清代地方行政體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其選任方式及空間差異是觀察

清王朝政治治理方式的絕佳窗口。依據新考訂的清代府的缺分、等第資料，對其

進行量化統計和 GIS 分析，可以看出交通、政務、賦稅、治安等幾項主要指標的

空間分佈差異，進而依據這些指標確定知府選任權：歸皇帝簡放的請旨缺、歸吏

部銓選的部選缺與歸督撫調任的題調缺。請旨缺佔了 48.3%，基本分佈在全國最

重要區域；題調缺佔 26.1%，原主要分佈于雲貴桂湘等苗疆分佈區，後漸包括內

地省區交界等特殊地區，晚清新設省區的府則幾乎全部定為題調缺；部選缺佔

25.6%，多位於內地省區邊緣。這一空間分佈大體匹配中國各區域治理難度，但

也存在對西南邊疆差異化對待、忽略海疆府份缺分的及時更改、資格固化等問題。

缺分分佈與知府選任關係密切，通過對目前已建設的《縉紳錄》數據庫 1833-1912

年段將 300 餘萬條職官數據的提取，共得到 37752 條、3403 人的知府數據。利

用 STATA 進行分類、匯總、關聯、追蹤等技術處理，可以看出知府旗漢比例、籍

貫分佈特別是湖南籍知府在晚清的上升態勢，為理解晚清乃至民國以降中國政治

版圖變遷提供新的數據基礎；知府來源於京官系統比例約 61.9%，地方系統約

35.8%，京官外放遠大於地方晉升的模式無疑對州縣官的激勵帶來消極影響；知

府晉升概率達 22%，其中與缺分關係密切，最要缺、要缺所在的府升遷比例可達

25%以上，特別是省會所在的首府更高達 40.5%。 

清代知府選任權力分配及各類制度變異背後體現著中央與地方圍繞地方重

要官員任免權的角逐，由於清代官僚體系「治官之官多、治民之官少」的固有弊

端及知府一級選任中京官外放比例遠高於地方晉升的結構所限，清代地方治理在

「府」一級出現一定程度的「上下不通」的局面。晚清督撫權力的增大及委署知

府的普遍實施無疑是對這一弊端的調整與補救，但又將帶來新的權力失衡的風險。 

 

關鍵詞：知府選任  衝繁疲難  請旨缺  部選缺   題調缺  官員晉升   

《縉紳錄》數據庫  歷史地理信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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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政治史研究是歷史學界長期關注的議題，取得了突出的學術成績。與其

他斷代史相比，清史起步較晚，就中國大陸地區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發展

較快，但此时社会史、文化史兴起而政治史则开始远离史学核心舞台，故可谓「先

天不足，后天失调」，無論是議題的開拓還是制度的梳理，均存在較大薄弱乃至

空白環節，亟待清史學界投入更大的研究力量迎頭趕上。
1
 

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獨特優勢，除了學界常常強調的史料豐富，

故而能夠透視更多制度運行的細節，更深刻地把握「活的制度史」的內涵外，另

外一個優勢就在於系統性、全面性的官僚數據的留存，使得基於整體官僚結構的

量化研究方法有條件展開。這樣，至少可以在三個層面上對官僚政治史的研究提

供全新的視角：一、不再僅局限於對個別政治人物或政治派別的研究，而可以利

用數百萬官員數據，對整體官僚政治結構進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歸納和分析；二、

不再局限于高級官員，可以將中級、低級官員納入其中，官僚政治史的研究將更

全面和立體，也可以說有機會擺脫以上層政治和高級官員為核心的政治史研究範

式；三、利用數字人文方法將官僚數據、施政行為與氣候（雨雪分寸資料）、經

濟（糧價）、災害、地理（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等同一時代運行的多重數據建立

聯繫，從而可望擺脫日益碎片化的史學研究，從整體而有機關聯的關係角度提供

一種新的觀察和解釋歷史的方式。 

關於清代官員的量化研究，學界已做了相當豐富的探索。何炳棣先生在明清

社會史的研究中已開始注重收集分析《同官錄》、《縉紳錄》一類的材料並做統計，

不過還只是錄入一個或幾個年份的數據進行靜態的描述。對清代基層地方官，最

經典的研究當屬李國祁、周天生、許弘義《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象之量化

分析》一書，利用省志、府志、縣志共 437 部，涵蓋知府 4935 人、直隸州知州

2249 人、散州知州 4439 人，知縣 42602 人，製作了 744 張統計表，所得甚多。
2王志明《清代職官人事研究——基於引見官員履歷檔案的考證分析》一書對所

涉文官 35597 人，綠營武官 4782 人，八旗武官 1199 人的履歷檔展開了基於歷史

學的諸多分析。3此外，關於清朝高級官員，魏秀梅曾整理了《清代職官表》，並

在此基礎上從量的角度連續探討了清代督撫、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的人事嬗遞

現象。4先行研究中，關於高級官員的研究較多，一方面是因為這是王朝最重要的

 
1
 早在本世紀初，就有學者呼籲「重提政治史」，如楊念群，<為什麼要重提「政治史」研

究>，《歷史研究》，2004 年第 4期，頁 10-13。當然，政治史的衰落並非是指研究數量的下

降，而是在史學整體版圖中的影響力相對下降。 
2
 李國祁、周天生、許弘義，《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象之量化分析》（行政院國科

會，1975）。 
3
 王志明，《清代職官人事研究——基於引見官員履歷檔案的考證分析》（上海：上海書店

出版社，2016）。 
4
 魏秀梅，<從量的觀察探討清季布政使的人事嬗遞現象>（《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971 年，第 2期，頁 505-533）、<從量的觀察探討清季按察使的人事嬗遞現象>（《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2 年，第 3期下，頁 475-495）、<從量的觀察探討清季督撫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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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但也不得不說這與高級官員數量相對較少，依賴傳統手工統計方式即

可完成有關。到了知縣一級，因其數量之龐大、區域之廣闊，多數量化研究選擇

一個或幾個縣份進行歸類分析，所得出的結論雖有益於觀察一地官員之升遷變化，

且個案日多，但仍無法回應清王朝結構性的問題。 

近年來對於清朝官員量化研究的條件日益成熟，這得益於大數據、量化研究、

數字人文方法的日益成熟與技術門檻的降低，也得益于一批新的高質量數據庫的

建設，如中国政府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部分(CGED-Q)，該數據庫以縉紳錄材料

為主（以下仍習慣稱其為《縉紳錄》數據庫）。
5
《縉紳錄》是明清兩朝數百年間，

連續滾動出版的人名辭典，到民國初年尚有延續，以清代保存的最為完整。清代

《縉紳錄》是一套世界上極其罕見的反映一國在較長時段全部文官情況的大型數

據。香港科技大學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團隊已在錄入資料並建設《縉紳錄》量

化數據庫，1901-1912 年首批數據業已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清史數據共

享平臺」和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公開共享，相關研究論文也已陸續刊出。
6
 

本文主要關注的是清代知府的選任機制，也涉及府的地理空間等級差異。之

所以選擇知府作為研究對象，有三個原因：一是知府在地方行政官員序列中處於

中級，是溝通省級與縣級的重要橋樑（此外還有直隸州知州等，數量較知府為少），

在行政體系中的位置非常重要，早在雍正元年正月初一雍正帝剛剛繼位改元，就

發佈針對知府的上諭，「國家親民之官，莫先於守令。蓋州縣官與民最親，而知

府又與州縣官最親。凡州縣興利除弊之事，皆於知府有專責焉。是知府一官，分

寄督撫監司之耳目而為州牧縣令之表率，承流于上，宣化於下，所系綦重」，
7
對

於知府的角色寄予厚望；其次是知府的人數既不像省級官員因數量有限，依賴傳

統史學手工統計已做了比較豐富、透徹的研究，又不像縣級官員數據量較大不易

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恰可作為量化研究與傳統方法結合的平衡點上；最後，

由於國家疆土廣闊，必須逐層分權，督撫等高級官員自然因位高權重而牢牢掌握

 
嬗遞>（《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3 年，第 4期上，頁 259-292）、<從量的觀察探討

清季學政的人事嬗遞>（《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6 年，第 5期，頁 93-119）。近期

又有劉世珣<清代的旗人督撫>（《政治大學學報》，第 46期，2016 年，頁 1-56）主要也利

用了量化統計的方法探討旗人督撫。 
5
 關於《縉紳錄》量化數據庫的介紹，可參考任玉雪等，<清代縉紳錄量化數據庫與官員群

體研究>，《清史研究》，2016 年第 4期,頁 61-77；陳必佳等，<中國歷史官員量化資料庫

1900-1912 公開版使用者指南>（201906）。 
6
 陳必佳、康文林、李中清，<清末新政前後旗人與宗室官員的官職變化初探——以《縉紳

錄》數據庫為材料的分析>，《清史研究》，2018 年第 4期，頁 10-20；胡祥雨，<清末新政

與京師司法官員的滿漢比例(1901-1912)——基於《縉紳錄》數據庫的分析>，《清史研

究》，2018 年第 4 期，頁 21-35；胡恆，<清代政區分等與官僚資源調配的量化分析>，《近

代史研究》，2019 年第 3期，頁 4-29,160;Chen Bijia, Cameron Campbell, Yuxue Ren and 
James Lee. 2020. Big Data for the Study of Qing Officialdom: The China Government 
Employee Database-Qing (CGED-Q).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第 1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9），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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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帝手中，而知縣因數量龐大且處於地方治理的最基層位置，不得不更多地將

選任權力讓渡給知曉地方事宜的督撫手中，知府一級恰恰處於較中間的層次，皇

帝、吏部、督撫針對知府選任權如何分配，正是觀察各方權力平衡點的窗口，也

是觀察清朝在政治上如何針對地理空間的差異進行地方治理的絕佳視角。過往關

於知府的量化分析，只有李國祁和王志明的研究利用地方志、履歷檔，涉及部分

知府，留下了足夠的研究空間；
8
當代關於地級市市長和市委書記升遷調動的社會

學研究，也為提供古今對比提供了可能。
9
本文將充分利用數據庫及量化分析、歷

史地理信息系統等新方法並與傳統史學的文獻分析結合起來，解讀清朝知府的選

任及其存在的問題。 

需要說明的是清代官員選任特別是京官外放中，往往道府並提，但道的數量

較府為少，且其選任方式與知府有一定差異；府一級的行政區還有直隸州和直隸

廳兩類，直隸州知州、直隸廳同知和通判，其品級、選任方式均與知府不同。筆

者將專文另行分析，本文不做過多論述。 

 

一、清代的府及知府、等第數據的來源與制度分析 

 

府作為政區正式出現於唐代，最早出現於中樞之地，後來逐步推廣，到了

明清兩代，已成為界于省與縣之間最重要的統縣政區類型（除了府之外，同級

政區還有直隸州和直隸廳兩類，但為數較少，且通常轄縣、土地、人口遠遜于

府）。清初的府有 160 個左右，雍正、乾隆年間政區沿革頻繁，府也相應增置，

雍正十三年時府增加到了 193 個，此後長期穩定，雖微有調整，但全國府的總

數基本維持在 190 個上下，所領之縣則在 1300 個以上。直到光緒末期，東北、

新疆等先後設省設府，府的數量至宣統三年清朝滅亡前夕已增至 219 個。
10
如果

將 1911 年府所覆蓋的地域用 GIS 表示在地圖上，
11
見圖 1，可以看到在郡縣體

系下的地域大部分為府所覆蓋。對知府一級的考察與分析，就成為理解府級政

區的最重要部分。 

 
8
 歷史學界擅長對某些具體知府的行政行為或人生經歷進行神描，如汪雄濤，<清代司法的

中層影像——一個官員的知府與臬司經歷>，《政法論壇》，2014 年第 6期，頁 70-79。 
9
 當代關於地級市市長升遷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林挺進，<中國地級市市長職位升遷的經濟邏

輯分析>，《公共管理研究》,第 5卷，2007；何淳耀、孫振庭，<地方官員的晉升邏輯：中

國地級市市長的實證研究>，《中國經濟問題》,2012 年第 6期，頁 13-24；黃蒙蒙，<中國

地級市市長的晉升：基於環保績效考核背景下的實證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7。 
10
 高茂兵，<府的沿革地理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府數不含土府。 

11
 CHGIS V6 版本，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等合作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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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知府為從四品，其升任來源

是各部郎中、各部員外郎、順天府

治中、奉天府治中、鹽運司運同、

府同知、直隸州知州，
12
既有中央各

部官員外任，也有府州官的升遷。

而知府升遷的方向是鹽運使和道

員，這是制度的規定，至於實際升

遷去向及比例則無法由此推算，還

必須藉助於行政實踐中的數據予以

證實或證偽。 

關於知府的基礎數據，本文主

要利用《縉紳錄》量化數據庫中較

為連續的 1833-1912 年段數據，共

37752 條。值得說明的是《縉紳

錄》數據信息多來自吏部，故記錄

的多是正式任命的實缺或稱作「本任」，對於署理、署任的情況，記錄存在一定

的缺失，故本文的分析結論主要針對實缺知府而言。 

本文利用的另一重要數據是府的政區分等數據。府的分等及缺分的設置關係

知府選任的方式，是對知府選任最具決定性的制度之一。政區分等古已有之，從

秦漢以降一直到明清，或以人口、賦稅，或以治安等因素為主。
13
到了清代，政

區分等制度達到頂峰。雍正年間，在廣西布政使金鉷建議下，雍正帝建立起「衝

繁疲難」制度，「地當孔道曰沖，政務紛紜曰繁，賦多逋欠曰疲，民刁俗悍、命

盜案多曰難」，即將交通、政務、賦稅和治安四要素綜合考慮，來確定州縣等第。

與這套政區分等制度相匹配，清朝另有一套最要、要、中、簡缺等四缺分的選官

任官制度，並將四等第與四缺分相聯繫，最終在乾隆年間形成了「衝繁疲難」四

字與「最要、要、中、簡缺」四缺分之間的對應關係，即兼四字者為最要缺、兼

三字者為要缺、兼兩字者為中缺，一字或無字者為簡缺，其中最要缺和要缺由皇

帝簡放或督撫題調，合稱「繁缺」，而中缺、簡缺則由吏部銓選，合稱「簡缺」。 

雍正年間開始，各地督撫便確定了各府州縣的等第和缺分，後來又迭次奏請

更改，尤其是以中缺、簡缺改為要缺為主，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以定額的方式將

各省缺分數量確定下來。乾隆四十三年時吏部規定一省若將某府廳州縣由簡缺改

為繁缺，則必須同時將另一府廳州縣由繁缺改為簡缺，自此直至清末，除了新設

 
12
 《欽定吏部則例》卷 1《銓選漢官品級考》（故宮珍本叢刊第 282 冊影印乾隆刻本，海

口：海南出版社，2000），頁 49。 
13
 參見靳生禾、師道剛，<中國古地理文獻中地方等第芻議>（《歷史地理》,第 10 輯，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2），頁 3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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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廳州縣單獨奏請缺分和等第外，一省之內各府廳州縣的缺分比例保持了大體穩

定，從而也使得皇帝、督撫和吏部在選任官員方面達到了一種權力平衡。 

經施堅雅、劉錚雲、張振國等諸位學者的努力，清代政區分等制度的演變過

程已比較清晰。
14
以往有學者對缺分的類型依據某一個或幾個年份進行過量化分

析，如施堅雅、瞿同祖、張振國、尹樹國等，
15
但制度的另一層次即空間分佈及

其差異，除了施堅雅曾繪製過一張關於「沖」字分佈的地圖並由哈佛大學處理為

GIS 資料公開展示外，
16
尚未見到其他基於區域差異的研究，且關於缺分的量化

分析多以一個或兩個年份的靜態統計為主，這些年份又多集中於乾隆時期，屬於

這一制度創立的早期階段，到了後期，由於邊疆新的省份的設立，政區分等制度

又有所調整，而這又改變了制度本身；政區分等本質上是一種選官任官制度，不

僅需要靜態的等第、缺分的數量統計，也需要與官員選任與流動結合起來，這一

方面學界關注得較少，與這一領域制度史研究取向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關於

全國性政區分等的資料基礎不太理想，足夠精確的系統性、全面性資料不多，與

缺分對應的動態的官員資料不易獲取，且以往依賴於手工統計無法完成太多數據

分析功能，對各類技術工具如 GIS 等空間分析方法應用尚有不足。筆者先前曾經

對清代地方政府中的府州縣的政區分等與官員選任之間的關係基於量化與 GIS

方法進行了分析，
17
只是這仍是一個將府州縣共同討論的宏觀性的研究，但知府

與知州、知縣的選任差別較大，仍需進一步分類細化研究。 

由於政區分等制度在雍正年間到乾隆初期正屬草創之際，圍繞皇帝、吏部、

 
14
 重要研究成果參見施堅雅，<城市與地方體系層級>（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

市》，葉光庭等譯，陳橋驛校，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327—417；劉錚雲，<「衝、

繁、疲、難」：清代道、府、廳、州、縣等級初探>，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第 64本第 1分，1993 年,頁 175-204；劉錚雲，〈《清史稿•地理志》府州廳縣職官缺

分繁簡訂誤>，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5 本第 3分，1994 年,頁 509-

672；真水康樹，<清代 18省における「北京首都圏」の行政管理上の特質>(上、下)，《法

政理論》（新潟大學），第 32 卷第 1號，1999 年 8月，頁 128-163；第 32 卷第 3、4號，

2000 年 3月，頁 14-36；董楓，<清代府縣級行政單位劃等問題的再審視——以乾嘉時期浙

江省縣級單位劃等情況的討論為例>，《歷史地理》，第 25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頁 99—107；張振國，<論清代「衝繁疲難」制度之調整>，《安徽史學》，2014 年第

3 期，頁 37-44,157；張振國,<清代道、府、廳、州、縣等級制度的確定>，《明清論叢》，

第 11輯（北京：故宮出版社，2011），頁 382—400；張振國，<論清代官不久任與「衝繁

疲難」缺分之調整——以乾隆十二年為中心>，《明清論叢》，第 15輯（北京：故宮出版

社，2015），頁 162—174；劉錚雲，<皇權為中心的權力競逐：以清雍正十二年官缺更定為

例>，《檔案中的歷史：清代政治與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頁 127—

156。 
15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頁 30；和田正廣，<明代の地方

官ポストにおける身分制序列に關する一考察 :縣  の淸代との比較と通じて>，東京，

《東洋史研究》,1985 年第 44 卷第 1期，頁 77-109；尹樹國：《盛衰之界——康雍乾時期

國家行政效率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8)，頁 122—123。 
16
 http://worldmap.harvard.edu/chinamap/（2020 年 4月 10 日檢索）。 

17
 胡恆,<清代政區分等與官僚資源調配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2019 年第 3 期，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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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撫權力平衡的爭論也時有發生，
18
故更改缺分現象比較突出，直到乾隆十二年

才基本穩定下來。
19
乾隆十二年全國政區分等的系統資料因該年度《縉紳錄》迄

今未見留存，故筆者對清朝府的缺分等第的考證自乾隆十三年始，至宣統三年冬

止，並依據清朝檔案、實錄和地方志等史料，依據傳統史學考據方法，建立了一

套面板數據，基本能夠反映府的缺分等第在有清一代的變化。 

乾隆十三年府的缺分等第數據來源於同陞閣刊行的《縉紳全本》，
20
而宣統三

年的數據則來源於國家新修《清史·地理志》中經過一一考訂後的結論。新修《清

史·地理志》是由鄒逸麟先生主持的國家新修清史典志之一，自 2004 年啟動至

今，全面整理了清代各省府廳州縣的地理資料，是目前最新的清代地理志書，其

中各政區缺分等第等均經過嚴密考訂，筆者參與了這一項目。本文以該志三審稿

（尚未刊行）為基礎進行了資料整理，共得到 1911 年份 211 個知府的數據，
21
其

中順天府特殊，茲排除在外，另奉天密山府、黑龍江嫩江府、黑河府、臚濱府等

係晚清新設，未設缺分等第。對於兩個年份之間不一致的缺分等第差異，則再查

找檔案、實錄等材料確定其更改的年份與原因，由此建立了清代自乾隆十三年至

宣統三年基於時間序列的面板數據。 

 

二、由「衝繁疲難」看清代府的地理空間等級 

 

    清代的知府選任體系比較複雜，概括言之，是首先確定府的等第，即佔有

「衝繁疲難」四字的多寡，而後根據等第確定缺分的差異，按一般性的規則是

佔有四字為最要缺，三字為要缺，二字為中缺，一字或無字為簡缺，但在制度

實踐中，則偶爾會有打破一般對應規則的例子。待確定了缺分之後，又會將其

劃分為請旨缺、題調缺和部選缺三類，一般而言，最要缺和要缺歸屬請旨缺、

題調缺，而中缺、簡缺則多劃為部選缺，其中請旨缺歸屬皇帝簡放，題調缺歸

屬督撫，而部選缺則歸屬吏部。這相當於是三套體系，即由政區位置、政務繁

閒、賦稅征收和治理難度四項指標確定等第，再根據等第確定繁簡缺分，而後

再根據繁簡缺分確定其權力歸屬是皇帝、督撫或是吏部。三套體系大體是對應

關係，但也有特殊情況。一般政區等第調整以後，也會帶來缺分的對應調整。 

 
18
 《歷史檔案》曾經分兩期連載了雍正乾隆年間更改缺分的檔案，可見這一時期更改調整

的頻繁程度，見<雍乾時期地方官缺史料（上）>,《歷史檔案》，1992 年第 4期，頁 3-

11,18；<雍乾時期地方官缺史料（下）>，《歷史檔案》，1993 年第 1期，頁 17-23。 
19
 張振國，<論清代官不久任與「沖繁疲難」缺分之調整——以乾隆十二年為中心>，頁

162—174。 
20 該書見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
ex，2020 年 7 月 18 日查詢。 
21
 個別政區分等數據依據最新資料做了一些調整。台湾三府因已于 1895 年被割让日本，不

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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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已梳理了從乾隆十三年到宣統三年府的政區缺分變化的情況，其間持

續存在且沒有變化的府共 178 個，缺分變化者僅有數例，說明這一制度相當穩

定，故以 1911 年份的府的缺分數據作為代表有清一代穩定時期的知府分佈空間

結構數據。 

府的缺分的起始點在於「沖繁疲難」四字，故依賴於此四字的分佈，可以

窺見各府在交通、政務、賦稅和治理方面的空間差異。 

（一）「衝」字分佈。共有

143 個府佔有「衝」字，佔了全

部府分的 67.8%，只有 68 個府不

占「衝」字，可見圖 2。這些不

占「衝」字的府大多位於四川西

部、雲南、貴州、廣西、湖南西

部及東北三省。除此之外內地省

份中並不多，山東武定府、青州

府、萊州府、登州府系位於山東

半島北部，偏離自京師至江南的

主驛路，陝西北部延安府、慶陽

府則處於陝蒙交界的邊緣地帶，

廣東雷州府、廉州府、瓊州府亦

處於邊遠且無驛路之地。陝西湖

北四川交界的鄖陽府、興安府、

綏定府確屬山深林密之地，河南

安徽交界的潁州府、陳州

府，安徽徽州府、寧國府，

江蘇的松江府，浙江的湖州

府雖皆屬富庶之地，但亦因

偏離長江、京杭運河沿岸兩

條主驛路而不得占據「衝」

字，江西的臨江府、撫州

府、建昌府，福建的延平

府，浙江的台州府、處州府

亦此，與「清代驛路圖」比較可知，
22
「衝」字與驛路的經行路線比較一致，並

非督撫在奏請中以私意定其去留。特別典型的是湖南和貴州交界地帶（圖 3），

沿著驛路的府份全佔據「衝」字，幾成一條直線，而余府皆不得「衝」字，此

 
22
 劉文鵬,《清代驛站考》卷首所附地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圖 3：湖南貴州含「衝」的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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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由湘入貴主幹道。 

（二）「疲」字分佈。「疲」字僅 68 例，占全部府份的 32.2%，在衝繁疲難

四字中使用最為謹慎。施堅雅曾推測「疲」字是「衝」字的陪襯，表示職守無

利可圖，同時也是職守標記的秘密

戰略成份的陪襯。
23
劉錚雲已指出

「這的確是一個極富想象力的解

釋。可惜，它背離了歷史事實」，
24
 

「疲」字的增減有它特定的意義，

特別是在賦稅難以完納和賦稅過重

兩種情形下。將含「疲」字的府用

GIS 呈現在地圖上，見圖 4。  

 「疲」字府份的分佈呈現高度

的集中性，從全國來看，有幾個集

中分佈帶：一是新設省份，東三省

14 例、新疆 3例，這 17 例屬於清

末新設省份，又值初建，賦稅不易

完納；一是甘肅、陝西分佈帶，特

別是祁連山、秦嶺山脈沿線府份，

這可能與錢糧征收困難程度有關；

一是江南一帶，江蘇全省除徐州府

外，其餘 6府皆帶「疲」字，加上

浙江北部的嘉興府和湖州府，江南

地區所有府均帶「疲」字，這顯然

是「江南重賦」體制下，賦糧難以

完納的結果；
25
一是江西、福建和廣

東三省連片分佈，共 14 個府，佔了

全國的 20.6%，見圖 5，特別是江西

就有 6個，成為全國帶「疲」字府

最多的省區之一，可見江西賦稅亦

重。此處以與初設缺分時間較為接近的乾隆十八年各省人丁、田賦計算，梁方

仲已列為表格，見表 1，據此可算出每人所承擔地丁銀兩數,江西排名第 6。可

 
23
 施堅雅，《城市與地方體系層級>，載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陳橋驛校,《中華帝國晚

期的城市》，頁 373。 
24
 劉錚雲，<「衝、繁、疲、難」：清代道、府、廳、州、縣等級初探>，《中研院史語所集

刊》,第 94 本第 1分，1991 年，頁 198。 
25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 394。 

 

 

圖 5：閩贛粵含「疲」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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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清朝確定所謂「疲」字，既有府的田賦總量較大的情形，如江南等地；也

有府的田賦不多，但地域面積廣大，難以征收的情況，如甘肅及東北、新疆等

地；也有地形複雜地域，如陝西位於秦嶺山區的府份；也有對民風及地形的考

量，如泉州府、福州府、廣州府等地；也有總量適中，但人均地丁銀負擔較重

的區域，如江西等，是一種綜合的對賦稅征收難度的考量。 

表 1：乾隆十八年人均承擔地丁銀兩數居前列的省份 

排名 省份 
人丁 

（口） 
畝數 

地丁銀 

（兩） 
人均畝數 

人均地丁銀

（兩） 

1 安徽 2435361 33812093 1688000 13.88 0.69 

2 山西 5162351 32958621 2970266 6.38 0.58 

3 四川 1368496 45941667 659075 33.57 0.48 

4 河南 7114346 72282036 3303080 10.16 0.46 

5 陝西 3851043 25237103 1530907 6.55 0.40 

6 江西 5055251 47920762 1879810 9.48 0.37 

  

（三）「繁」、「難」字分佈。「繁」和「難」字在府的等第中使用非常頻繁，

其中「繁」字府 167 個，「難」字府 158 個，佔到了全部府份的 75%-80%。這就意

味著對於府來說，政務紛紜和難於治理是兩項帶有共性的行政問題。所以，關鍵

便不再是哪些府佔有「繁難」的問題，而是哪些府不佔有「繁」「難」的問題。 

  

圖 6：不含「繁」字的府 圖 7：不含「難」字的府
26
 

由圖 6、7 可直觀看出，不含「繁」、「難」二字的府絕大部分分佈在南方各

省，這也說明對於清朝政府而言，南方似乎屬於較易治理的區域，特別是雲

貴、湘西、川西等地區，而北方反而治理艱難。不含「繁」與「難」的府具有

高度的重疊性，共有 31 個，只有 12 個府單有「難」字，22 個府單含「繁」

字，這說明政務紛紜與難以治理存在很強的關聯性。 

 
26
 新疆溫宿府不含「難」字，為此圖範圍外唯一一例，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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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府的等第組合與缺分的對應關係 

 

清朝理想的制度設計是依賴於對地理等第的安排來確定缺分，即占四字者

為最要缺，三字者為要缺，二字者為中缺，一字或無字者為簡缺。但由於清朝

統治者往往依據「因地制宜」的原則，發揮其乾綱獨斷的專制權力而有打破制

度規定之舉，故上述理想制度模型尚需接受行政實踐的檢驗。以下是 1911 年全

國府的缺分與等第的對應關係統計表： 

表 1：缺分與等第的對應關係 

等第             缺分 最要 要 中 簡 總數 

衝繁疲難 27 5 0 0 32 

沖繁疲 0 3 0 0 3 

沖繁難 0 67 0 0 67 

繁疲難 0 28 0 0 28 

沖疲 0 0 3 0 3 

沖繁 0 3 15 0 18 

沖難 1 0 6 0 7 

疲難 0 0 2 0 2 

繁難 0 5 11 0 16 

沖 0 0 0 12 12 

繁 0 0 0 3 3 

難 0 3 0 3 6 

無字 4 8 0 2 14 

總數 32 122 37 20 211 

   注：斜体加横线的数字表示不合理想制度规定者 

就「衝繁疲難」四字的組合而言，兼具四字的組合達到了 15.2%，比例不

低，這也說明在府這一層次上，清王朝的重視程度比較高，治理難度也比較

大；三字組合多達 98 個，佔比達 46.4%，其中「衝繁難」有 67 個，是最為常

見的組合方式，這也證明交通位置、政務紛紜與治理艱難之間存在密切的相關

性，特別是「衝」字對「繁」和「難」字的出現具有極高的影響，由於「疲」

字的慎重使用，導致其他組合出現概率降低，而「衝疲難」的組合則從未出

現；二字組合共 46 個，「疲繁」組合從未出現，一般而言，「疲」字一旦出現，

很難想象它只是「繁」而不「難」。單字組合僅 21 例，其中獨缺「疲」字府，

原因同上。而無字的則有 14 例，多處於邊疆地區。 

就府的缺分與等第的對應關係而言，總體情況較好，211 個府份中，真正

與理想制度規定有所不同的僅 29 例，占比 13.7%，其中 12 例屬於無字的最要

缺與要缺，1 例二字最要缺，11 例屬於兩字或一字的要缺，5例屬於四字要

缺。試分析其原因如下： 

第一、苗疆缺、河缺、海疆缺的特殊設置所致。1例二字的最要缺是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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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府（衝繁）；12 例無字最要缺與要缺的府分別是：雲南普洱府、開化府、

東川府、昭通府（無字，最要缺），貴州興義府、都勻府、大定府，雲南廣南

府、麗江府、永昌府，四川巴安府、登科府（無字，要缺）；11 例二字或一字

要缺分別是直隸正定府（衝繁）、山東東昌府（衝繁）、浙江寧波府（衝繁）、廣

東廉州府（繁難）、廣西慶遠府（繁難）、廣西思恩府（繁難）、雲南澂江府（繁

難）、雲南順寧府（繁難）、廣西泗城府（難）、廣西鎮安府（難）、湖南永順府

（難）。其中，除了正定府、東昌府、寧波府外，其餘全部分佈在雲南、貴州、

廣西和湖南西部，屬於苗疆缺、煙瘴缺，不受「沖繁疲難」的約束，而可以擢

升至要缺和最要缺。 

稍微特殊的是正定府、東昌府、寧波府這些內地省份的例子。正定府係

「地處衝衢，管轄十四州縣，政務殷繁，又兼管滹沱河修防事宜，向定為衝繁

管河要缺，例應在外題補」，
27
可見還是沾了「管河」的名義。東昌府原本是衝

繁二字中缺，但嘉慶十九年時東河總督吴璥、山東巡撫同興因「該郡地當孔

道，水陸交衝，五方雜處，且境內河道綿長，近年漕行稍滯」，建議改為「衝繁

難兼三要缺，在外揀員，奏請陞調」，
28
遭到吏部的駁斥，嘉慶帝也批評山東方

面，「輕易舊章，殊屬無謂，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
29
但到咸豐七年，還是因為

河工緊要而改為了要缺，「專歸河工候補知府補用」。
30
寧波府原亦為中缺衝繁，

道光二十五年鴉片戰爭後，寧波變為通商口岸，海防及處理涉外事務增多，「夷

人來浙互市，與華民並域而居，且各處商民紛紛四集」，奏請改為「題調要

缺」。
31
以上三個案例也與河缺、海疆缺等特殊設置有關。 

第二、5例四字但为要缺分別是奉天省奉天府、黑龍江龍江府、陝西漢中

府，新疆疏勒府、伊犁府。奉天府原設奉天府尹，屬於京官序列，自然不必設

定專為地方官而設的缺分，而奉天建省後，奉天府變為省會，不得不仿照他省

體制，設立奉天府知府一員，因其「地居首要，事繁責重，又當大亂之後，興

利除弊，措置維艱」，被定為「請旨揀調要缺」；
32
黑龍江龍江府原為光緒三十年

所置之黑水直隸廳，初設時即因「地居省會要區，旗民雜處，事務殷繁」，被定

 
2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折（以下凡未註明館藏地點，均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

藏），乾隆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直隸總督高斌奏，檔號：04-01-13-0007-022。 
28
 硃批奏折，嘉慶十九年三月初八日東河總督吴璥、山東巡撫同興奏，檔號：04-01-12-

0310-006。 
29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 63《吏部四十七·道府請旨部選各缺不准改題調缺》(北京：

中華書局影印本，1991)，第 1冊，頁 810。 
30
 錄副奏折，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東河總督李鈞等奏，檔號：03-4124-184。 

31
 硃批奏片，道光二十五年《奏請準將寧波府改為由外升調題缺事》，進奏者信息暫缺，檔

號：04-01-12-0464-103。 
32
 硃批奏摺，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盛京將軍趙爾巽奏，檔號：04-01-02-001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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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沖繁疲難題調要缺」，
33
光緒三十四年升為龍江府時沿用了這一缺分。

34
陝西

漢中府原為吏部選授之中缺，嘉慶十年時改為「沖繁疲難要缺」，
35
而奇怪的是

吏部對此缺分與等第之間的不對應關係未提出任何異議，而只是令其遵從乾隆

四十三年所定準則，一省缺分由簡改繁，須將另一繁缺改簡，而陝西未有可改

簡之府，後將甘肅省平涼府改為沖繁中缺，以符定例。
36
新疆疏勒府原為疏勒直

隸州，為沖繁疲難要缺，光緒三十年升疏勒府時，「該處仍系地當衝要，政務殷

繁，外則緊接俄疆，內則安集延與，纏民錯雜而處，且俄領事駐紮于此，交涉

尤極繁難，應請照舊定為四項要缺。」
37
伊犁府則是光緒十三年于新疆建省之際

因其為「省城西北咽喉，界連俄境，蒙漢□□各種民人交相雜處」，故定為「四

項請調要缺」。
38
 

如果看四個等級的劃分來說，最要缺、要缺之和 155 個，占比 73.5%，而

中缺和簡缺則僅 66 個，佔比 26.5%，這充分說明清王朝對大部分府的定位較

高，這也就意味著要慎重擇人。 

當然，僅僅依據四類缺分還不能夠真正透析圍繞這兩百多個知府位置的權

力分配，因為清朝還建立了一套請旨缺、題調缺和部選缺的銓選系統，這才是

選官任官決定性的序列，其與四類缺分關係密切但又不完全一致。筆者依據光

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宣統三年冬季《職官錄》及晚清選官任官的檔案，對這

些知府的缺分類型一一確定，見表 2，由此可窺探兩種缺分體系之間的關係。 

表 2：四等級缺分與選任缺分的關係 

缺分 請旨缺 題調缺 部選缺 總數 

最要 28 4 0 32 

要 71 51 0 122 

中 3 0 34 37 

簡 0 0 20 20 

總數 102 55 54 211 

     清朝在地方治理時面臨的一對主要矛盾可以概括為：正式經製官員數量不

足，必須盡量把「好鋼用在刀刃上」，以保證素質最高的官員與治理難度最高區

域的匹配度；但官員如果全部交給皇帝簡放和吏部銓選，則面臨一些難題，皇帝

雖掌握最高權力，但畢竟精力有限，不可能了解全部官員並予以安排，只能掌握

最關鍵的位置的選任權力，絕大部分特別是中低層官員應交給吏部銓選。但吏部

銓選帶有很強的隨機性，特別是自明代施行掣簽法以後，更是如此，無法保證官

 
33
 錄副奏摺，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奏，進奏者信息暫缺，檔號：03-5450-016。 

34
 見《黑龍江志略·官制第三》，見《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種）下冊（哈爾濱：黑龍

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2396。 
35
 硃批奏摺，嘉慶十年二月初十日署理陝甘總督方維甸奏，檔號：04-01-13-0173-014。 

36
 錄副奏摺，嘉慶十年四月二十六日署理陝甘總督方維甸奏，檔號：03-1495-008。 

37
 錄副奏摺，光緒三十年五月十二日甘肅新疆巡撫潘效蘇奏，檔號：04-01-12-0636-072。 

38
 錄副奏摺，光緒十六年五月初七日護理甘肅新疆巡撫魏光燾奏，檔號：03-5266-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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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與任職地域的匹配；督撫與地方官員長期接觸，自然對其能力更了解，但官員

選任又不可權操于下，更何況督撫選任亦不能保證其公平、公正，也容易導致文

獻中所說的「為人擇缺」的弊端，這就意味著需要在皇帝、吏部和督撫之間建立

一套合理的分權機制。這是「衝繁疲難」政策之所以出台的考量之一，也得到雍

正帝的嘉許。但確定「衝繁疲難」不是這套分權機制的終極指向，而只是開端，

由衝繁疲難而確定最要、要、中和簡缺，並進而將其確定為是歸皇帝簡用的請旨

缺、督撫題調的題調缺或是吏部銓選的部選缺。 

從表 2可以看出大致來說最要缺歸請旨缺，要缺由請旨缺和題調缺均分，中

缺、簡缺歸部選，大體符合制度設計初衷。在全部 211 例中，較為特殊是 4例最

要缺而為督撫題調及 3 例中缺卻為請旨缺，需要一一分析。 

一、4例最要缺而歸督撫題調，分別是廣西太平府（最要、衝難），雲南普洱

府（最要，無字）、開化府（最要，無字）、東川府（最要，無字）。這顯然是本身

府的條件不足，因處苗疆，需要督撫調配熟悉苗疆事務的人選，故雖「最要」而

皇帝不再簡用。值得注意的是，最要缺 32 個府中，衝繁疲難四字均占的 27 府，

也全部屬請旨缺，處在皇帝牢牢控制之中；只有 5例最要缺，全部屬於無字，其

中 4 例歸督撫題調，已如前述，但只有 1 例特殊，雲南昭通府屬於無字最要缺，

卻不歸督撫題調而由皇帝簡用，又是為何？昭通府原亦為題調缺，但乾隆三十五

年在雲南省大規模調整省內行政建置時，因「地方緊要，兼管銅廠，政務殷繁，

非幹練之員不克勝任，應請定為請旨簡用之缺，以昭慎重，亦毋庸作為邊俸」，

當然，這只是奏疏中的修辭，實際上督撫題調才是應對複雜地域治理的一般模式，

真實原因恐怕是因為雲南十三個府中，七個均屬題調缺，督撫很難有足夠符合條

件的候選人才，於是傾向於增加請旨缺，所謂「在外選調之缺過多，恐一時不得

其人，又恐從中遷就，亦于吏治無益」。
39
 

二、3例中缺卻為請旨缺的例子是奉天錦州府（繁難）、山東登州府（繁難）、

貴州遵義府（沖繁）。貴州遵義府之所以被定為請旨缺，乾隆十三年到清末未改，

尚未找到直接證據，推測除了其位置重要之外，還可能跟貴州苗疆缺多，又是久

任之制，例不更調，候選乏人，故需依賴中央的支援。奉天錦州府作為東北龍興

要地為數甚少的府份，由皇帝簡放亦可理解。 

山東登州府保留下了改缺的詳細資料。登州府原為繁難中缺，歸部選序列，

作為海濱要地，「與關東一水可通，商賈往來」，為重海疆要務，嘉慶十年由登萊

青道道員張彤奏請將其改為題缺，「將來出缺時，於本省熟悉海防人員內奏請簡

授」，
40
但府縣更改選任方式顯然是督撫的權限，而非正四品的道員所當言，故嘉

慶皇帝下發上諭，認為張彤「所奏殊屬冒昧越分」，轉令山東新任巡撫全保再奏，

 
39
 硃批奏折，乾隆三十五年四月十三日署理雲貴總督彰寶奏，檔號：04-01-12-0136-113。 

40
 錄副奏摺，嘉慶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山東登萊青道張彤奏，檔號：03-166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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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面詢張彤後正式上奏。考慮到清廷嚴令督撫擅改請旨及部選缺為題調缺，一

旦更改，即需互調，而山東無可互調之府，故山東巡撫奏請改登州府為請旨缺，
41
銓選權力仍在北京，只是由吏部換為皇帝而已，此奏得到嘉慶帝的允准。 

至於府的請旨缺、部選缺與題調缺之間，因關係權力佈局甚大，故清廷一般

不允許更改。嘉慶十年因直隸總督溫承惠奏改廣平府之部選缺為請旨簡放而有一

番評論，「各直省道府各缺，從前原按地方繁簡，分設題、選、請旨，已有一定

章程。……且使各直省紛紛援例陳請，即將來部選各缺，必致日少，其在部需次

各員，不益形壅滯乎？」
42
並規定「各省道府員缺，除請旨簡放外，其由部銓選

及在外題調，皆有定制，豈容紛紛更易。嗣後除係特旨將選缺改交督撫題調者，

該督撫遵行外，其餘道府至州縣各選缺，均不准改為題調。即實有今昔情形不同，

不得不酌量調劑者，亦著于本省題調要缺內，酌改簡缺互換，以符定制」。
43
 

值得注意的是各省省會所在的府（首府），一般印象中自然應屬最高等級，

但從實際缺分情況來看，並非如此，見表 3。晚清二十二省中，十四個省乃是「衝

繁難，要缺」，這一方面可能是由於對於首府，各地普遍慎用「疲」字，也有可

能是因為在清廷考量中，首府確實不如省內其他府份更難治理。福建的案例說明

了這一點，乾隆四十三年福州知府缺出，乾隆帝令督撫在本省現任知府內調補，

福建方面奏請以漳州府知府姚棻調補福州府。調任省會看起來是升任到更重要職

位，是對知府能力的認可，但皇帝否決了這一提議，理由是「福州府雖閩省首郡，

事務較繁，但督撫皆駐省會，又有兩司、各道同城，即或遇有要務，首府就近稟

承，易於辦理。至漳州一郡，瀕臨海疆，民俗刁悍，最為難治，其緊要數倍於福

州」。
44
可見，對於皇帝而言，蔭庇于督撫布按之下的首府知府，其所需能力遠遜

于獨當一面的省會之外的要地知府。 

表 3：各省首府等第、缺分 

首府 等第 缺分 

奉天府（奉天）、龍江府（黑龍江） 衝繁疲難 要缺 

吉林府（吉林） 繁疲難 要缺 

保定府（直隸）、西安府（陝西）、福州府（福建）、

廣州府（廣東）、雲南府（雲南） 
衝繁疲難 最要缺 

江寧府（江蘇）、安慶府（安徽）、濟南府（山東）、

太原府（山西）、開封府（河南）、蘭州府（甘肅）、

迪化府（伊犁）、杭州府（浙江）、南昌府（江西）、

武昌府（湖北）、長沙府（湖南）、成都府（四川）、

桂林府（廣西）、貴陽府（貴州） 

衝繁難 要缺 

 
41
 錄副奏折，嘉慶十年三月初四日山東巡撫全保奏，檔號：04-01-17-0043-022。 

42
 《清仁宗實錄》卷 177 嘉慶十二年四月乙酉（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331。 

43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 63《吏部四七·道府請旨部選各缺不准改題調缺》，頁 810。 

44
 《清高宗實錄》卷 1064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戊辰（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6），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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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缺擇人」：知府選任的權力分配與空間分佈 

 

對知府選任而言，最具決定意義的是請旨、題調和部選缺的劃分，它的分

配代表王朝對地方中層官員的掌控，能夠從中觀察到王朝空間治理的意圖。 

 
關於之所以要設置不同缺分以實現分類管理，嘉慶帝曾講的非常明白，「國

家設官分職，以察吏之權，不能歸於上，反寄之於各省督撫者。蓋天下至大，

州縣至多，焉能人人自上簡用？」由於中國治理規模的負荷，作為最高統治

者，亦不得不適度分權，故「有調繁調簡之例，令其因地製宜，量才授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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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到底，要實現「為缺擇人」而避免「為人擇缺」，
45
將官員選任予以分類管

理。嘉慶帝雖主要是對州縣官而言的，但對知府亦同樣適用。 

將缺分劃分為請旨、題調和部選缺，清朝經歷過持續的探索。清初之時，知

府基本是由吏部開單，請旨補授，體現了慎重知府人選的意圖。可是吏部、皇帝

畢竟知人有限，在「衝繁疲難」制度于雍正末開始實施以後，分類管理便有了操

作空間。康熙年間督撫題調之權已在草創，到了雍正年間確定了部分府州縣缺由

督撫在本省內揀選調補。在確立「衝繁疲難」制度的過程中，又明確了督撫的題

調權。
46
乾隆繼位之初，就發佈上諭，實現了與督撫、吏部的分權。 

向來道府缺出，俱係吏部開單，請旨補授。蓋皇考聖意，以郡守監司皆

有察吏安民之責，必慎重選用，始能勝任也。在皇考勤政十有三年，周知人

材之優劣，故能如此辦理。今朕即位之初，正在延訪之時，尚少真知灼見……

朕思道府等缺，若概歸部選，恐繁劇緊要之地，不得勝任之員；若蓋由特用，

不但目前朕意中乏人，且恐資深俸久至於壅滯。朕再四思，維嗣後後道府缺

出，或衝繁疲難四者俱備，或兼有其三者，則令該部開單請旨，其餘悉歸部

選。如此則於循資較俸之中，仍有遴才舉能之義，各員既得陞補而要地又可

得人，似於情理允協。 

由此正式定下「道府分別請旨部選之例」，
47
實現了皇帝和吏部在選任知府

上的分工。但苗疆、煙瘴、邊遠的缺分，仍照舊由督撫揀選題補，
48
督撫享有特

殊官缺的選任權。此後因皇帝無足夠知府人選，亦令督撫保舉人員以備選擇。
49
 

（一）請旨缺。作為請旨缺，一旦缺出，皆由軍機處以奉旨記名之員進單

請旨，特別是以下三類：京察一等記名；候補知府得保軍機處記名；部曹、科

道俸滿截取以知府用，其中以京察一等記名佔比最高。
50
請旨缺既然由皇帝欽

定，自然也可以充分發揮其專斷權力予以簡放，不必嚴格受上述三類情況約

束。當然，這其中制度運行情況比較複雜，其大體程序是知府缺出，吏部會發

出一封清單轉送內閣轉呈皇帝，
51
並知會軍機處，

52
皇帝再下旨任命。 

皇帝有時臨時准許督撫推薦，如乾隆五十五年山東濟南府知府缺出，乾隆

 
45
 《清仁宗實錄》卷 61 嘉慶五年三月丁巳，頁 811。 

46
 可參劉鳳雲，《權力運行的軌跡：17-18 世紀中國的官僚政治》（北京：黨建讀物出版

社，2013），頁 5-11 頁。 
47
 《清高宗實錄》卷 7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甲子，頁 292-293。 

48
 《清高宗實錄》卷 9雍正十三年十二月甲申，頁 322。 

49
 《清高宗實錄》卷 449 乾隆十八年十月癸卯，頁 849。 

50
 薛剛，<論清代京察一等外放問題>，《北方文物》，2014 年第 4期，頁 71-74。 

51 清單樣式比較簡單，以光緒三十三年安徽徽州府缺出為例，「安徽徽州府知府員缺，請

旨簡放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見錄副單，檔號：03-5475-160。 
52 知會有固定格式，可參乾隆四十五年施南府缺出的一份，見吏部《知會軍機處為 知會

請旨 補放湖北施南府知府缺單封送內閣轉發行在吏部進呈》，台北故宮藏軍機處檔折件，

文獻編號：026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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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發佈上諭，「濟南為東省首郡，政務殷繁，著該撫于通省知府內揀選一員調

補」，即將推薦權交給了督撫而保留了裁定權。
53
督撫也可直接推薦人員，如道

光十二年甘肅西寧府知府缺出，時任陝甘總督楊遇春認為該缺處於邊陲重地，

又有蒙番案件，必須熟悉地方之人才能勝任，故向皇帝上報了王簡等五人履歷

單，請皇帝簡放一位。
54
嘉慶八年，湖北施南府知府缺出，湖廣總督吳熊光進呈

一份候補應陞名單並考語，原檔如下，格式一仍其舊，只是將其改為橫排。
55
嘉

慶帝圈中了尹英圖，他也出現在《大清縉紳全書》施南府知府任上。 

謹開候補應陞知府名單請 

旨簡放湖北施南府知府一缺 

    候補知府陸維垣    該員年逾七十，雖精力尚健，究於施南要缺不甚相宜 

    知府銜荊州府同知尹英圖  該員辦事勇往，能得民心。現在防守巴東邊卡，

亦甚出力，惟兩耳微覺重聽 

      漢陽府同知木特布   見奉旨交部記名 

      宜昌府同知謝登雋   該員心地明白，辦事安詳，因隨營出力，奉旨以應陞之

缺陞用 

但督撫的推薦往往都是權宜之計，非法定權力，行使不當又會受到斥責與懲

處，並非制度性的，如嘉慶十三年山西平陽府知府缺出，山西巡撫成寧推薦試用

知府徐秉鈐補授，就遭到皇帝的批評，「平陽府係請旨之缺，定例應候簡放，不

得由該撫奏補」。
56
嘉慶十六年河南巡撫恩長奏請將衛輝府知府郎錦騏調補南陽府，

也遭到嘉慶帝「該撫不過欲為該省知府內多占缺分，故有此奏。若各省皆紛紛似

此效尤，成何政體」的嚴厲批評，
57
類似之例仍有很多。吏部亦會以條例為由阻

止，如林則徐督兩廣時，曾保舉南雄直隸州知州余保純任知府，道光帝曾親自下

旨，准許「遇有不論何項知府缺出，即行奏補」，但吏部堅持「請旨之缺，例不

准由外請補」，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遇有廣東省應選知府，無論何項缺出，

准其補用。所有該省請旨七缺，概不准其奏補，以符定例」。
58
 

在請旨缺中，為了便於因地制宜，曾採取了局部變通的辦法。一種是各省省

會之首府。此類府均為請旨缺，但為保障督撫可調配得力人選，皇帝特許遇有缺

出之時，由督撫「于通省揀調」，以收「駕輕就熟之效」。儘管有人請求停止該例，

並以京察一等人員內保舉，但皇帝仍然堅持，
59
並且給予特殊優待，道光二十三

 
53
 硃批奏折，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山東巡撫惠齡奏，檔號：04-01-12-0227-067。 

54
 硃批奏折，道光十二年十月二十日陝甘總督楊遇春奏，檔號：04-01-12-0427-079。 

55
 奏單：嘉慶八年九月《呈請旨簡放湖北施南府知府一缺應補應升知府名單》，檔號：04-

01-12-0267-043。 
56
 《清仁宗實錄》卷 200 嘉慶十三年八月甲辰，頁 652。 

57
 《清仁宗實錄》卷 239 嘉慶十六年二月癸未，頁 222。 

58
 《清宣宗實錄》卷 331 道光二十年二月庚辰（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24。 

59
 《清仁宗實錄》卷 102 嘉慶七年八月丁未，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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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議定「官員有必須更調者，查係由三項要缺更調四項要缺及最要之缺，或由四

項要缺及最要缺更調附省首邑」，「如非另有不合例事故，即行議准」，
60
給予督撫

對省會首府極大的選調權力。 

一種是雖為請旨缺，但允許督撫比照省會首府之例選擇，主要有福建泉州

府、廣東潮州府、江西贛州府，均在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議准，
61
《國聞備

乘》曾記載一件軼事，潮州府出缺時，張之洞作為兩廣總督曾私擬一人，巡撫

亦擬一人，而布政使處於其間十分窘迫的故事，
62
足見潮州府之選任雖名為請

旨，實則入督撫之手。光緒時又以之為例，增加了廣東惠州府，「遇有缺出，應

請旨，飭令該督于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仍簡員補授，似此變通辦

理，庶于例章並無窒礙而該省亦收因地擇人之效」，
63
該四府雖名為請旨，但實

為題調，只是督撫在調補其他知府出任該三府知府後，原有位置無論原有缺分

如何，均歸皇帝簡放，實現了選任權的交換，皇帝所掌控的位置並未減少。 

請旨缺共有 102 個，佔了全部缺分的 48.3%，代表皇帝對府這一職位的高

度掌控。不僅將半數的府列為請旨缺，而且這些府絕大部分處在內地交通最便

捷、最富庶的地區，也是王朝統治最核心的區域。值得注意的是邊疆地區所設

請旨缺極少，這一方面是這些地區由於治理艱難，從中央直接外放很難適應，

必須交由督撫等了解地方情況的人來決定；二來也說明這些並非有利可圖的職

位，皇帝直接掌握的興趣不大。 

如果具體到各省請旨缺占全部缺分的比例，可以看出江蘇、廣東、甘肅、山

西、江西佔比較高，均在 60%以上，江蘇甚至達到 100%，顯示出皇帝對這些區域

較強的控制，而奉天、雲南、貴州、廣西、福建請旨缺的比例較低，均在 45%以

下，顯示出督撫較強的控制知府的能力。這似乎也說明越是邊遠省區，督撫權力

的顯示度要更強。 

 
60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 59《吏部四三·官員題調》，頁 761。 

61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 59《吏部四三·官員題調》，頁 761。贛州府比照省會首府改為

調缺事，又見錄副奏折，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初五日兩江總督壁昌、江西巡撫吳文鎔奏，檔

號：03-2759-050。 
62
 胡思靜，《國聞備乘》卷 2之《督臣凌蔑司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頁

39。 
63
 朱壽朋，《東華續錄》卷 201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庚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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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到了咸同以後，皇帝對請旨缺的控制權遭到了極大的侵蝕。胡思靜《國

聞備乘》中《簡放道府成例》條記載了這種變化： 

近歲督、撫不守舊制，每道府缺出，隨折保薦一員，旨不下即除授之，

朝士相顧錯愕，莫知何許人。一省肇端，各督、撫援例而至，此朝廷失權之

漸，考世變者不可不知。其不由軍機進單，亦無疆臣保薦，中旨徑任用者，

近數十年中唯見編修張履春一人。
64
 

張履春因慈禧太后賞識而受知府之任，此際遇非常人所及。由知府選授變化，亦

見晚清督撫勢力之增長，亦可知請旨、題調缺的權力劃分已遭到極大的侵蝕。即

使是清廷以請旨、部選缺任命，至省後督撫仍然可以空懸之而不使其就任實缺，

或用知府更調之例將其隨意調離，並派員委署。實際上，隨著晚清督撫權重且委

署之制的興盛，原有的通過請旨缺、部選缺和題調缺來保證皇帝、吏部、督撫三

者權力劃分的機制已遭到嚴重破壞，督撫權力漸長。 

（二）題調缺。題調缺歸督撫調補，光绪《大清会典》记载题缺 20 个、调

缺 7 个，但晚清新設省份多將所設新府知府的選任交予督撫，故至 1911 年，題

調缺共 55 個。一般而言，題缺指督撫奏請以應升人員補用，調缺指督撫從現任

知府中揀選調補。由圖 8可以看出，題調缺主要分佈在邊疆省區，分為三類情況： 

一是雲貴桂湘等苗疆廣布區域。督撫題調最先就萌生在雲貴等苗疆區域，後

被推廣至全國。儘管從宏觀層面，知府這一職位，皇帝與吏部都有強烈的企圖心

予以全部掌握，但對於治理難度極大，特別是受到特殊地形、族群關係約束的區

域，不得不有所放權，故雲貴等地區專門設置苗疆缺，亦為此等政治考量；從題

調缺分佈來看，雲南 8 個、貴州 4個、廣西 3個，加上湖南的永順府，共 16 個。 

二是晚清新設省區的府，包括吉林 10 個、奉天 6 個、新疆 6 個、黑龍江 4

個，及直隸的朝陽府、四川西部的登科府、巴安府、康定府、寧遠府，加起來就

 
64
 胡思靜，《國聞備乘》卷 1之《簡放道府成例》，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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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1 個，佔了全部題調缺的 56.4%。從圖上可以看出，這四個新設省區幾乎全

部為題調缺，而請旨缺和部選缺都很少。新疆、東北三省督撫題調權的增加與前

述督撫的侵蝕請旨缺與部選缺的選任權略有不同，這是清末官制改革的結果，也

意味著督撫權力的進一步擴大，是太平天國以後行政變革的自然演進，即降低請

旨和吏部選任的權力，轉而授予督撫更大的提名權，如宣統元年東三省總督徐世

昌、署理吉林巡撫陳昭常《改設流官擬設道府州縣設治章程清單》第二條：「邊

外事屬創始，因應之間，均關緊要。……凡道府州縣各員缺，擬請悉由外補，以

期得人而理。」
65
這實際上為晚清廢除吏部選官權力，提升督撫對地方的影響力

乃至民國以降的地方勢力崛起及割據提供了制度上的契機。 

三是內地的邊緣及特殊情形。內

地題調缺為數甚少，除了前述兩類之

外，只有區區 8 個而已，其中直隸、

山西、山東、河南交界附近的區域竟

然就佔了 6 個，不得不說這一區域的

特殊性值得高度重視。考慮到此四省

為清朝統治核心區域，又值省區交界，

控制相對薄弱，如直隸大名與山東曹

州、河南衛輝府等地，「境壤參錯，三

省毗連，向為逋逃淵藪，總由地方官

各存此疆彼界之心，致宵小易於藏匿」，
66
兼之黃、運經行，而天理教、撚軍、

義和團於此蜂擁而起的歷史，更證明

了該區難治的政治生態。 

當然，六府改為題調缺，各有各的背景。前已述及東昌府、正定府的題調缺

與滹沱河、運河經行，有管河之責有直接關係。潞安府原為部選缺，早在乾隆年

間就因管理鐵廠被視作肥缺，乾隆六十年乾隆帝曾驚歎被革職之前任潞安知府德

明「管理鐵廠，僅止年餘，竟剩銀五萬兩之多」。
67
早在道光九年山西方面就奏請

改為題缺，但山西所有府中均無選缺，無可互換之府，故擬以保德州的題缺作為

交換，
68
但遭到否決；道光二十四年以「界連豫省，山彌菁密，宵小出沒靡常，

搶劫頻出，督緝稽查均非易事」，奏請改為題調缺，與請旨缺之朔平府互換，
69
又

 
65
 錄副奏折，宣統元年閏二月十二日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署理吉林巡撫陳昭常奏，檔號：

03-7472-014。 
66 硃批奏摺，道光八年十一月初六日護理直隸總督屠之申、河南巡撫楊國楨奏，檔號：

04-01-02-0028-004。 
67
 《清高宗實錄》卷 1484 乾隆六十年八月乙酉，頁 834。 

68
 硃批奏折，道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山西巡撫徐炘奏，檔號：04-01-12-0407-115。 

69
 錄副奏折，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十三日山西巡撫梁萼涵奏，檔號：03-2741-046。 

 

圖 10：晉冀魯豫交界附近的題調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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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否決；同治四年再次奏請，
70
終於獲批，且破例未讓其他府份互換。直隸大名

府原為請旨簡放之缺，嘉慶九年與承德府互換而改為題缺，其原因也在於大名府

「界連直豫二省」。
71
曹州府原亦為請旨缺，道光二十四年因「與直隸、河南、江

蘇三省毗連，夙為盜賊教匪淵藪」，改為題調缺。
72
彰德府改缺最晚，原係部選缺，

光緒三十一年時因京漢鐵路開通，「華洋商旅絡繹於途，交涉事件無時不有，沖

劇繁難，較往昔奚啻倍蓰」，
73
改為題調要缺。 

除此之外，全國內地省份僅有 2例。寧波府前已述及，為鴉片戰爭後因海疆

形式變化而改為題調缺；興安府係白蓮教起義後為穩定鄂川陝交界秦嶺山區，升

興安州所置，原即為題調缺，因之未改。均屬特例。 

（三）部選缺。部選缺即是歸吏部銓選的職位。乾隆以前，多數知府的職位

均由皇帝大權獨攬，只有少數特殊職位才會委託給督撫和吏部，到了乾隆繼位之

初，實現了皇帝與吏部的事權劃分。部選缺的數量 54 個，與題調缺接近。由圖

8可以看出，基本位於內地省份的邊緣地帶。總體而言，南方省份要遠多於北方

省份，這也說明了在國家空間治理上，南方所受到的重視程度要低於北方，以致

於剛剛外放或初升的知府多前往南方經受歷練，特別是浙江、江西和福建，並未

受到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的官員配置。 

如果我們將眼光深入到

各區域內部，可以發現請旨缺、

題調缺和部選缺在空間分佈

上所存在的缺陷非常突出： 

1、對西南邊疆差異性對

待。先前學界對貴州、雲南、

川西等地設立苗疆缺，給予優待，並實行久任之制，普遍給予較高評價，認為這

是加強邊疆治理的重要舉措。但當我們用 GIS 將整個缺分分佈在地圖上可視化

後，明顯看到以上所論固然不錯，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與西南邊疆地理與治理條件

類似的廣西及粵桂湘交界地帶幾乎全部為「部選缺」，以初升或外放人員擔任如

此族群、地形複雜地域的知府這一重要官缺，從長時段看，治理缺陷是顯而易見

的。帶來清朝歷史重大轉折的太平天國起義正是在最不為人所注意的金田村起事

的，而金田村正處於部選缺所在的潯州府（中缺，衝繁）。金田起義後，太平軍

也是沿著粵湘間部選缺的路線發展壯大並攻入長沙府，二者之間雖然未必存在直

接關聯，但部選缺所造成的的長期知府治理能力問題未必不是其中的一個要素。 

 
70
 錄副奏折，同治四年正月十二日山西巡撫沈桂芬奏，檔號：03-4613-038。 

71
 錄副奏折，嘉慶九年六月初十日直隸總督顏檢奏，檔號：03-1464-087。 

72
 錄副奏折，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十八日山東巡撫崇恩奏，檔號：03-2747-052。 

73
 錄副奏折，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初九日河南巡撫陳夔龍奏，檔號：03-5436-106。 

表 4：部選缺的分佈 

數量 省份 

2 直隸、陝西、山西、山東、廣東、甘肅 

3 雲南、湖南、河南 

4 四川、湖北、貴州、廣西、安徽 

5 浙江、江西、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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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海疆府份缺分的固化。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面臨的威脅從陸疆轉向海疆，

沿海府份在戰略上的重要性空前加強，但從缺分佈局來看，清朝未能做出及時調

整。這一原因也容易理解，清朝採取了缺分定額的制度，提升一個府的級別必然

意味著要降低另一個府的級別，對於各省而言，府的數量是極為有限的，調整的

餘地非常有限，有清一代府的缺分變動不大跟這一定額制度的嚴格執行息息相關。

但政區地位理應隨時代而變，固守成規自然難以適應新的形勢。清朝各府的缺分

定型於乾隆初期，到了清末，已遠去百餘年。從缺分佈局來看，沿海缺分並未相

應調整，這些府份如果仍然只是吏部初升人員的歷練之地，很難想象他們能夠自

如地應對新的對手，雷州半島、浙南閩北沿海府份尤其明顯。清代只是勉強調整

了寧波府，將其由部選缺改為題調缺，已見前述，但遠遠不足以應對中國最重要

對手來自海上這一嚴峻的新局面。日人曾觀察到中國的官缺，「然而缺之種類，

雖一定不變，亦非無應時勢而變更之事。例如從前中缺及簡缺之土地，忽因開港

通商之結果，遽為要地是也。惟其實際，仍從舊來所定，未必一一適應事勢而變

更」，
74
就點出了官缺定額不變之弊。 

 

 
74 織田萬，《清國行政法》第三編第五章《地方官廳》（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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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雷州半島、浙南閩北沿海府份的部選缺 

    部選之缺雖為吏部銓選，但偶有遭督撫侵蝕的案例。如嘉慶六年雲南大理

府知府患病開缺，雲南方面奏請以羅平州知州張度陞補，嘉慶帝予以允准，但

仍刻意多加一句，此屬於特殊情況，「此後不得援以為例」。
75
但實際上類似案例

不少，同治年間山東道監察御史佘培軒曾專門提到這一現象給吏部銓選帶來的

嚴重衝擊，「各省督撫或因時事不同，每請改部選為題調之缺而未照原定互換之

例，以致選缺日少，輪選班次愈形壅滯。自軍興以來，保舉人數既多，部定之

選班未聞議還原額」，故奏請道府選缺仍遵定例補用，不許外省扣留並於選班內

正途出身人員加以疏通。
76
 

 

五、《縉紳錄》數據庫所見知府選任及其結果分析 

 

以往關於職官選任的分析，往往存在兩個缺陷：要麼局限於對個別知府的

長時段分析，雖經過史學考訂，數據較為準確，但由於這一工作的難度，要大

面積推廣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只能以個案分析為主；要麼通過制度進行估計，

帶有一定程度的推測性質，無法反映制度實際運行的情況。在《縉紳錄》數據

庫建立以後，就具備了一定程度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追蹤的可能。當然，這

些數據還需要與制度規定與經驗研究進行結合，以確定其可靠性。 

《縉紳錄》數據庫已錄入的數據中，由於留存情況及錄入進度所限，乾

隆、嘉慶時期的數據雖有，但不太連續，故擬從數據較為連續的 1833 年開始，

到 1912 年，幾乎至少每年都有一份記錄，且有的年份同時存在數季的記錄，足

以建立起連續追蹤官員職位變遷的序列。該時段已錄入數據條目 2925299 條，

 
75
 硃批奏折，嘉慶六年六月初一日雲南巡撫初彭齡奏，檔號：04-01-12-0261-011。 

76 台北故宮藏軍機處檔折件，同治十年六月八日巡視西城四品銜掌山東道監察御史佘培軒

奏，文獻編號：10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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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知府共 37752 條記錄，排除同一人的連續數據記錄，實有知府 3403 人
77
。 

（一）知府的籍貫與湖南籍知府比例在晚清的上升 

關於知府選任，以往研究比較重視它的整體來源，對於其籍貫則極少做出

分析。依賴於《縉紳錄》對知府籍貫的記載，可以觀察其來源的空間變化。 

首先是旗人。3403 名知府中，旗人共 1096 名，佔 32.2%，且比例比較穩

定，時間變化不明顯，到了 1900-1912 年才略有下降。
78
可見儘管在督撫層次，

清代前中期旗人佔據了多數，直到太平天國以後，漢人督撫比例才逐漸上升，
79

但在府的層次，漢人則佔據了主體，至縣一級更是如此。統治者維持滿人的地

位，主要依靠對高層職位的控制，而府似乎就成為滿漢勢力對比的分水嶺。 

 

在餘下的 2307 名漢人知府中，間或有記載不明的 25 例，明確有籍貫省份

的 2282 人。統計後依照省份由高到低，可參表 5： 

表 5:1833-1912 年知府籍貫分佈 

省份 知府人數 比例 省份 知府人數 比例 

江蘇 264 11.6% 廣東 91 4.0% 

浙江 243 10.6% 四川 90 3.9% 

江西 164 7.2% 山西 84 3.7% 

山東 159 7.0% 貴州 82 3.6% 

湖南 150 6.6% 福建 72 3.2% 

安徽 147 6.4% 陝西 69 3.0% 

（順天） 145 6.4% 廣西 58 2.5% 

直隸 135 5.9% 雲南 47 2.1% 

 
77 以下所有計算均基於《縉紳錄》數據庫 2020 年 4 月份的版本，特此說明。 
78 李國祁等在《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象之量化分析》中共統計有清一代知府共 4935
人，漢籍 3915 人，佔 79.3%；旗籍 1020 人，佔 20.7%。漢籍比例較本文統計偏高，一個

可能的原因是在統計源的知府中，李國祁依據的地方志存在捐納等多种形式出身的委署知

府，這類人以漢人居多，故使得漢籍比例增加。 
79 劉世珣在《清代旗人督撫》一文中的統計，除四川、陝西一級甘肅巡撫外，各省巡撫以

漢人擔任者較多，約佔 55%；總督扣除直隸後，各地區旗人總督所佔比例約為 63%，顯示

清代巡撫多為漢人，總督則多由旗人擔任，頁 8。漢人督撫的增加趨勢自嘉道以後開始，

太平天國以後則更趨明顯，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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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旗人所占知府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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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122 5.3% 甘肅 22 1.0% 

河南 119 5.2% 奉天 19 0.8% 

注：依據《縉紳錄》本身文獻著錄方式，順天不與直隸合併。 

    江浙人士在知府一級中遙遙領先，這同樣意味著在未來省級官員的選拔中

具有優勢。魏秀梅在對督撫、布政使、按察使籍貫的研究中，已證明了江浙在

省級官員上的優勢地位，而江浙在知府、知縣一級的絕對優勢起到支撐作用。

江西亦因文教昌盛而保持在全國第三，山東、湖南的表現則令人稱奇，壓過了

分列的順天與直隸。除了邊疆的貴州、廣西、雲南、甘肅、奉天外，陝西、福

建、山西、四川、廣東表現不佳。 

湖南人在太平天國以後政治舞台上的崛起是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這在省

級官員中體現得較為明顯，幾乎僅次於江浙而居於第三。相比於湖南籍省級高

官上的表現，知府一級湖南人升格態勢亦較為明顯，特別是在 1850-1860 年以

後上升明顯，其後大體維持在 9%左右的比例，
80
但較省級官員還沒有那麼突

出，可見，直到晚清，湖南政壇上的崛起仍依賴少數傑出的政治領袖為主，其

政壇底部與江浙相比，還不夠堅實。 

 

（二）知府來源：地方升遷抑或京官外放？ 

清朝人對道府來源做過一個概括的估計，「由牧令起家者十之二三，由部院

外擢者十之七八」，
81
道員數量相對較少，暫置之不管，這句話對知府而言，顯

然意味著其來源以京官外放為主。這種結構當然是時人的直觀感覺，是否能夠

得到《縉紳錄》數據庫的證實或證偽？如這一格局為真，對清朝地方治理的成

效意味著什麼？又該如何評價這種模式，顯然就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知府地方晉升與京官外放的不均衡首先受到選任結構的硬

性約束。從《吏部則例》對知府來源的規定來看，可升為知府的是「各部郎

 
80 湖南籍進士人數在全國各省中居第十四位，在 3%以下，僅高於雲南、貴州、廣西、甘

肅、奉天。見吳根洲，<清代進士歷史地理分佈研究>,《考試研究》，2011 年第 3 期，頁

74-81。 
81
 《清史稿》卷 366《蔣攸铦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1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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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湖南籍知府占漢人知府比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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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部員外郎、順天府治中、奉天府治中、鹽運司運同、府同知、直隸州知

州」，
82
只有「府同知、直隸州知州」屬於嚴格意義上的地方官員，而且更不平

衡的是由於清初的大量裁撤，府同知非常有限，而直隸州知州也為數不多，據

光緒《大清會典》記載，各省府同知 118 人，直隸州知州 72 人。
83
 

其次，從缺分分佈來看，由前文分析可知，清末 211 個府中，歸皇帝和吏

部控制的職位就有 156 個，而督撫控制的職位僅有 55 個。雖然皇帝請旨簡放有

時會請督撫推薦，或是個別部選缺督撫會以合適名義扣留，但這些都是偶爾發

生的，常態下的權力結構仍然非常穩固，京官外放遠大於地方升遷歸根到底是

缺分劃分格局決定的。當然，咸同以後，督撫對知府選任權的侵蝕也是非常明

顯的，已見前述。 

皇帝掌握的知府職位是最多的，佔據了半數。雖然其來源有三，但大部分

都是從京察一等的人員中選擇的，而京察一等主要目的又是用來獎賞京師各部

的中低級官員，「京察一等記名之給事中、禦史、郎中、員外郎、內閣侍讀、翰

林院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詹事府洗馬、中允、贊善，以滿洲、蒙

古人員為一單，漢員為一單，皆道府兼用；內務府郎中、員外郎為一單，以道

府、關差兼用」。
8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有光緒三十二年京察一等的名單，

85

共 64 人，其中 42 人尚無明確去處，其餘 22 人明確外放，這其中知府就有 14

位，餘下則為道員、提學使等職。可以看出，對京察一等記名人員，道府兼

用，但又以知府為主，這些尚未明確去向的京察一等人員依然在等待外放道府

的機會。在道府官缺非常有限的情況下，這批為數不少的人員已顯得仕途壅

滯，給其他人才留下的通道就更為狹窄。 

表 6：光緒三十二年京察一等記名人員及外放知府 

姓名 原任 外放 

顧芳 內閣侍讀 四川成都府 

翁斌孫 翰林院侍讀 山西大同府 

貴福 翰林院侍講 浙江紹興府 

于齊慶 翰林院侍讀 江西南昌府 

吳蔭培 翰林院撰文 廣東潮州府 

趙惟熙 翰林院編修 甘肅寧夏府 

榮肇 內翻書房提調官吏部郎中 甘肅鞏昌府 

卓孝復 商部郎中 浙江杭州府 

英傑 戶部郎中 雲南永昌府 

 
82
 《欽定吏部則例》卷 1《銓選漢官品級考》，頁 49。 

83
《光緒會典》卷 4《吏部一》，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129 冊（台北：文海

出版社，1973），頁 61。 
84 梁章矩撰，朱智補，《樞桓紀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13 輯（台北：

文海出版社，1973），頁 437。 
85
 硃批奏折，光緒三十二年，缺具奏人，檔號：04-01-12-065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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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秀 刑部郎中 福建福州府 

瑞齡 工部郎中 四川保寧府 

嵩連 工部郎中 浙江金華府 

王毓芝 工部郎中 廣西慶遠府 

于宗潼 工部員外郎 四川夔州府 

朝廷對知府選任重要性的考量要遠遠超過中央各部主事、郎中，因知府為

一方大員，而各部主事不過管一面之事，
86
故在史料中常看到京官外任知府之後

因人地不宜，令其撤回中央任職的案例。如乾隆五十九年寧國府知府孫述曾不

勝外任，故調回改用部員；
87
道光二年浙江嘉興府知府張存奉旨補授，但不勝外

任，故浙江方面請求將其以京職改用，
88
甚至因召回京職的知府無進階的可能而

不思進取，引發不滿，道光十年監察御史王瑋慶奏請借京察之期對這批人「嚴

加甄別」，並稱「查不勝外任人員，六部惟刑部尤多」。
89
 

王志明曾根據雍正朝 9500 餘件履歷檔中涉及到的 5750 名文官，統計出京

官、地方官雙向任職的有 1028 名，占 18%，其中地方官轉為京官單次流向 171

人，京官轉為地方官單次流向 780 人（但 579 人屬於六部實習知縣之類的臨時

差遣，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京官，若去除這批人，京官轉為地方官者 260 人），京

官、地方官雙向多次流向 59 人，認為雙向任職以京官外放地方為主。
90
王志明

的分析主要依賴履歷檔中的文官資料，集中在雍正一朝，且流動中的地方官包

括了道員、知府及其以下。具體到知府，京官外任知府一共 111 人，占 260 名

京官——地方官流向官員的 42%，其中六部郎中、員外郎、主事共 94 人。 

本研究以知府為例，可以與這一量化研究做一對比。對縉紳錄數據中所獲

得的 3403 名知府進行計算，其方法是在 STATA 中匹配追蹤一個知府在全部縉紳

錄數百萬條記錄中，他的前一個職位是什麼？據此獲得了知府的來源信息。 

此處需要交代的是由於數據計算的原因，存在一些數據空白，共 1131 個，

其含義是該人任知府一職以前，在《縉紳錄》系統中並未追蹤到，一種可能是

第一次在縉紳錄出現即是知府，一種可能是數據計算的時間段截取造成的問

題，也即是由於計算的時段是 1833 年開始，而此年及其後較短時間內的知府因

無前面的數值可以追蹤，以致其剛出現在數據當中便是知府，理應排除。據統

計，空白值中，1833 年的數據 199 個，到了 1834 年便只剩下 11 個。因此，擬

在本項統計中減去 1833 年的 199 個，則用於分析的知府共 3204 名，其中空白

 
86
 王志明曾對皇帝重地方官而輕京官的現象進行過分析，見<雍正朝京官與地方官雙向任職

分析——清代知府與京官一體化傾向>，《史學集刊》,2012 年第 6期,頁 48-54。 
87
 硃批奏折，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安徽巡撫朱珪奏，檔號：04-01-12-0248-055。 

88
 硃批奏折，道光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撫帥承瀛奏，檔號：04-01-12-0369-037。 

89
 錄副奏折，道光十年十月二十六日監察御史王瑋慶奏，檔號：03-2603-094。 

90
 王志明，<雍正朝京官與地方官雙向任職分析——清代知府與京官一體化傾向>，頁 48-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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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932 個。茲歸類、匯總為表 7。 

表 7：知府的來源 

前一任職官 數量 比例 

空白 932 29.1% 

京官系統

等 

郎中 638 19.9% 

員外郎及行走等 204 6.4% 

監察御史 245 7.6% 

翰林院編修、檢討等 155 4.8% 

主事 88 2.7% 

侍讀 64 2.0% 

給事中 36 1.1% 

日講起居注官等 24 0.7% 

內閣中書 18 0.6% 

筆帖式 9 0.3% 

文淵閣校理 6 0.2% 

詹事府 5 0.2% 

治中 5 0.2% 

地方官系

統 

同知 304 9.5% 

知州 189 5.9% 

知縣 135 4.2% 

知府 49 1.5% 

通判 13 0.4% 

道員 10 0.3% 

其他 75 2.3% 

注：原數據追蹤到筆帖式下一個職務為知府者 16人，經檢驗數據細節，情況較為複

雜，大部分都為兩人同名且同旗分的旗人在 STATA 程序連接中被誤判為同一人而共

用一個 ID造成。可辨認其準確入仕途徑的有 7人，已分別還原為員外郎、主事、

內閣侍讀和知州；其餘 9個數據情況較難甄別，通過記錄出身變化、身份等信息推

斷，確定有 3例由筆帖式直接捐納升任知府。由於該項僅佔全部數據的 0.3%，對

統計結果影響不大。 

 

據統計結果來看，知府來源中，明確的京官系統佔到了至少 46.8%，地方

官系統佔 21.8%。京官系統主要來自各部郎中、主事、侍讀之類的中下級官

員，尤以員外郎人數較多。地方官系統中以同知為主，知州、知縣也有不少，

也即是地方升遷所致。 

此外 932 個空白數據中不排除有一些是屬於《縉紳錄》數據本身的問題未

匹配到，但也有其他兩種主要情況，一是旗人，它的進仕途徑較為複雜，未必

如漢人一樣經歷漫長的遷轉過程，這 932 個數據中，旗人佔到了 485 個，絕大

多數可能屬於這種情況。其餘來自各省的 447 個數據屬於漢人系統，有一些應

該屬於捐納途徑獲得的知府實缺，故在縉紳錄中出現的第一個位置便是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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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做了一些抽樣，進行史料驗證。如光緒三十二年冬伊犁知府汪步端，江蘇

山陽人，縉紳錄中第一次出現即為伊犁府知府，在調補伊犁知府的奏疏中列有

他的詳細履歷： 

查有花翎三品銜，現署伊犁府知府、新疆試用知府汪步端，年五十二

歲，江蘇山陽縣監生。同治四年在江西二十八次捐輸案內報捐同知，不論

雙單月歸部選用。光緒十六年委開辦陝甘電報學堂。旋調辦肅州伊犁等處

電務，二十五年五月留新候補。二十四年九月十七日委代理寧遠縣。二十

五年二月改代為署。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交卸。二十九年八月再駐新四川

賑捐案內遵例報捐花翎。十月復在四川賑捐案內報捐三品升銜。是年十二

月委署伊犁府知府員缺，於伊犁歷年防戍案內彙保免選同知，以知府不論

雙單月選用，經吏部議准。
91
 

可見該人一直捐納並臨時代理、署理了一些職位。晚清以後，職官體系變

動很大，出現了很多局所、學堂、電務等新職位，屬於非正式行政機構，由此

造成官與差、名義與實權的分離，
92
他們同樣構成知府的來源。由於《縉紳錄》

這一文獻的性質，大多只記載正式的實缺，因此這些臨時性職位在縉紳錄中出

現幾率不大，造成該人一出現便在知府位置上。這類情況為數不少。 

如果粗略估算，將空白的 932 個數據中，485 個旗人算作京城系統，而 447

個可能是捐納等情況歸為地方系統，則可概略估算知府來源中京城系統比例約

為 61.9%，地方系統比例約為 35.8%，其餘 2.3%種類繁多，未細分。與文獻所

載所謂「由牧令起家者十之二三，由部院外擢者十之七八」相比，從數據結果

來看，雖然牧令起家者比例仍然未超過部院外擢，但似乎要較文獻所記要高，

這裡可能的原因有兩個：一是督撫在晚清獲得知府選任上更大的權力，故由地

方晉升的可能性升高；二是捐納的影響，而捐納中又較多來自地方各省。 

（三）知府的晉升與仕途 

利用《縉紳錄》數據庫可以計算知府的仕途，其方法是追蹤知府在縉紳錄

中的最後一個職務，也就是在退出官場之前的最終職位，這可以觀察在知府任

上對他的仕途終點的影響。同時，將最要缺、要缺、中缺、簡缺的變量加入分

析中，以顯示府的等級對官員仕途的影響。 

表 8：知府的仕途終點及與缺分之關係 

仕途終點 最要缺 要缺 中缺 簡缺 总數量 比例 

京官升遷 11 20 7 2 40 1.2% 

京官降職 10 34 11 5 60 1.8% 

布政使 18 64 13 9 104 3.1% 

按察使 13 38 11 4 66 1.9% 

 
91
 硃批奏折，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甘肅新疆巡撫聯魁奏，檔號：04-01-12-0650-007。 

92
 可參考關曉紅：<晚清局所與清末政體變革>，《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 5期,頁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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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撫 14 37 10 12 63 1.9% 

總督 8 18 3 2 31 0.9% 

鹽運使 2 9 0 0 11 0.3% 

提法使 1 6 1 1 9 0.3% 

辦事大臣 3 3 1 0 7 0.2% 

提學使 2 1 1 0 4 0.1% 

都統 2 1 1 0 4 0.1% 

順天府尹 0 2 1 0 3 0.1% 

廳丞、廳長 0 2 0 0 2 0.1% 

民政使 1 0 0 0 1 0.0% 

副都統 1 0 0 0 1 0.0% 

奉天府尹 0 1 0 0 1 0.0% 

學政 0 1 0 0 1 0.0% 

左副將軍 0 1 0 0 1 0.0% 

幫辦大臣 0 1 0 0 1 0.0% 

總兵 0 0 0 1 1 0.0% 

邊務大臣 0 1 0 0 1 0.0% 

將軍 0 1 0 0 1 0.0% 

道員 69 199 72 23 363 10.6% 

知府 382 1259 601 304 2547 74.8% 

降職 11 30 18 10 69 2.0% 

總數 550 1733 755 364 3403 100% 

注：（1）有 1 府因係晚清所設，無缺分但有知府，故表中 3403 名知府，

最要缺、要缺、中缺、簡缺之和為 3402。 

（2）關於仕途終點計算的說明：表中是根據數據庫中官員個人所能追蹤

到的最後一條文官任職記錄進行的統計。其中 74.8%知府仕途終點仍為知府，

共 2547 人，其中包括 4人最後一季（1912 年春）才有第一條知府任職記錄，

另有 52 人于 1911 年四季中先後首次有知府任職記錄，排除上述案例對統計結

果影響不大，但確有小部分擔任知府官員的仕途終點是受清王朝終結的影響，

未必是政權延續狀況下其仕途的真正終點。 

 

根據表 8 統計可知：（1）知府流動回京率僅 3%，比例極低，遠低於京官外

任知府。且回京中 1.8%升遷至大理寺卿、侍郎、尚書等高官，也有一部分降職

為主事、員外郎等，後者可能與京官不勝外任、回部任職的慣例有關。 

（2）知府平調或以知府身份離開仕途的比例為 74.8%。 

（3）知府升遷的概率並不低。將京官升遷、表 8中從布政使一直到將軍的

省一級官員和道員三項相加，升遷率約為 22%。
93
其中可升為總督、巡撫、布政

 
93 李國祁等《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象之量化分析》中估算的知府升擢比例，咸豐至

同治年間為 23.1%，光緒宣統年間資料不全未予計算，與本文據 1833-1912 年段的數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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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按察使等官員者可達 11.4%，特別是布政使、按察使和巡撫，比例最高；

升為道員的比例約為 10.6%。知府是選拔省級高官的重要基石，無怪乎清朝如

此重視知府的選任。 

如果與當代情況做一下對比，清代知府晉升的前景要更為光明，接近當代

中國地級市市長晉升概率的 4 倍。根據實證分析，1996-2010 年間中國地級市

市長 5%左右晉升，1%終止政治命運，絕大多數則處於平調的歷練之中，
94
當

然，這一低晉升率也與當代地級市同時存在市長和市委書記兩位黨政首長有一

定關係。 

如果将缺分的因素考虑进来，看看最要、要、中、简缺对升迁的影响，也

可看出較為顯著的差别。3402 名知府缺分与最终任职位置之间的关系，已見表

8，茲匯總計算如下： 

表 9：缺分对官员仕途的影响 

仕途终点 最要缺 要缺 中缺 簡缺 

京官升遷 2.0% 1.2% 0.9% 0.5% 

省級官員 14.2% 12.2% 7.0% 6.0% 

道員 12.5% 11.5% 9.5% 6.3% 

平調 69.5% 72.6% 79.6% 83.5% 

京官降職 1.8% 2.0% 1.5% 1.4% 

降職 2.0% 1.7% 2.4% 2.7% 

可以看出，依據府等級的不同，升遷的概率變化也比較大。最要缺升遷幾

率可達 28.7%，要缺為 24.9%，比較接近；中缺為 17.4%，簡缺為 12.8%，與最

要缺和要缺差距非常明顯。這一統計充分證明了府的等級在官員選任和升遷中

起到相當關鍵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省會所在的首府因其特殊地緣政治優勢而晉升概率更大。

3403 名知府中位於省會的首府知府 111 名，最終升總督 4名，巡撫 6名，布政

使 6名，按察使 4 名，道員 23 名，鹽運使 1名，大學士 1名，合計 45 名，升

遷率高達 40.5%，較之最要缺還要高出 11.8%。 

 

餘論：「為缺擇人」還是「為人擇缺」？兼論府級治理的「上下不通」 

 

清廷對知府選任的控制不得不說非常嚴厲，只留下四分之一的份額給予督撫，

這顯然著眼於控制地方要害職位的策略，且知府「將來即可擢任兩司，所關甚重」，

 
算結果非常接近。 
94
 何淳耀、孫振庭，<地方官員的晉升邏輯：中國地級市市長的實證研究>，《中國經濟問

題》,2012 年第 6 期,頁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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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王志明曾指出，「在清帝國省——府——縣三級地方行政體制中，朝廷控制省級

大僚嫌不足，而千餘縣級長官又不好牽制，於是重點控制二百餘府級長官。大量

司官外放知府，而知府德才欠佳者又歸朝考察，其深刻用意是將知府與朝官融為

一體，以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
96
此言得之，反映出朝廷通過知府控制地方

的需求。 

而督撫也出於種種原因試圖突破這一限制，這是實際治理的需要，即督撫對

於知府是否於地域匹配更有發言權，但作為權力的委託方，清廷無疑心思複雜，

既不得不因應形式予以適當分權以利於地方治理，但又不得不嚴加防範選官之權

的削弱，更擔心督撫「私意」的運用會妨害地方治理，這也就是清人所常談到的

到底是「為缺擇人」還是「為人擇缺」的矛盾，嘉慶帝就曾給督撫敲了邊鼓，「諸

大吏受任既重，養廉又優，貢獻之費已除，權門之索又絕，必應清白乃心，為國

宣力。然而風氣未移，俗態猶故。時有在朕前藉端嘗試，巧言利國，實皆利己」。
97
皇帝偶爾會特命各督撫保舉知府人員，但亦不時斥責，如保舉不當，還要遭到

懲處，如乾隆帝因浙江方面保舉知縣升任知府，因引見時該員表現不佳，乾隆帝

訓斥「該督等濫舉塞責」，
98
正反映出皇帝與督撫之間在知府選任上的微妙緊張關

係，所謂「黜陟之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能干預」，「在諸臣有薦賢之美，而無

專擅之名」。
99
 

從清朝關於知府的選任結構的制度設計而言，不得不說，在知府這一層級上，

集中體現了清朝地方官僚體系中突出的「上下不通」問題。 

清朝地方官僚結構一直存在「治官之官多，治民之官少」的痼疾。顧炎武曾

提出「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的判斷，
100
在清代很有影響。馮桂芬

在《校邠廬抗議》中也提到「今世治民之官頗少矣」，是對清朝官員結構的委婉

批評。清朝的官員數量是比較精簡的，《廣陽雜記》記載康熙時期全國文武官員

不過 15600 員左右（不含八旗武職），道光三十年文職京官 2369 員，外官 8974

員。
101
因為清代官缺數量非常穩定，故任意選擇一年都可以大體反映至少乾隆以

後行政區劃基本穩定下來的京官、外官結構。依照宣統三年冬季《職官錄》的數

據，全國被記錄下的文官共 19748 人，其中京官 8876 人，外官 10872 人。在外

 
95
 《清高宗實錄》卷 1411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丁亥，頁 972。 

96
 王志明,<雍正朝京官與地方官雙向任職分析——清代知府與京官一體化傾向>，頁 48-

54。 
97
 《清仁宗實錄》卷 61 嘉慶五年三月丁巳，頁 811。 

98
 《清高宗實錄》卷 449 乾隆十八年十月癸卯，頁 849。 

99
 《清穆宗實錄》卷 49 同治元年十一月丁卯（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1348。 

100
 顧炎武,<鄉亭之職>，載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 

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185， 
101
《皇朝琐屑录》卷 4（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又参岑大利，<清代官员补缺制

度研究>，载《清史论集——庆祝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頁

14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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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人群中，真正可以被稱作「治民之官」者無非是知縣及其以下官員，根據《職

官錄》卷首所列「職官缺額表」，統計知縣、知州、理事同知、理事通判、倉大

使、縣丞、主簿、巡檢、訓導、教諭、典史等等，共計 8183 員（這其中包括無

法仔細區分的直隸州知州等實際應當被計算為「治官之官」的官員，比真正的「治

民之官」數量必定偏多），占全部官員數量的 41%，的確小官比例偏低，尤其是縣

級以下的正式官員並不設置，導致了整個官僚隊伍上下層結構的失衡。小官本少，

又因回避制度所限，即使是從九品的小官也從別省調來，故「犬馬于富民、魚肉

乎貧民，視令以上尤甚，蠹民而已，何有乎治民？」
102
 

治民之官本就比例偏小，不利於地方治理。但就是這些治民之官，其由地方

政績升遷的最大門檻就在知府上。以清代八千餘名縣級以及以下官員來說，進入

知縣行列已是鳳毛麟角，知縣升遷的概率約為 10%左右，
103
已是困難重重。到了

知府一級，全國僅有不到兩百左右的位置，又有四分之三掌握在皇帝和吏部手中，

對於真正從基層一步一步升遷的官員而言，這一狹小的比例無疑會極大挫伤他們

的積極性。 

對於京官來說，轉任道府是外轉為數不多的途徑之一，乾隆帝曾稱「京察之

期，都察院堂官，原有保送記名道府之例，但外轉只此一途」。
104
正因京官轉為外

官渠道有限，道較府少，故又集中於知府任上，造成知府大量來源於京官，但又

少具有地方治理經驗者，同時使得地方知州、知縣、同知、通判上升渠道變得狹

窄，可以說京官外放帶給地方晉升的壓制，已使得中國地方政治體制在府一級上

出現了「阻塞」跡象，「上下不通」現象在府一級呈現顯著。 

到了晚清，由於督撫權力日增，皇帝對請旨缺的掌控力有所削弱，特別是督

撫在保薦知府中的作用愈加突出。以往對於督撫題調權及任意委署的現象，學界

存有較多批評，但督撫題調權的增加從組織行為的角度而言，是通過對制度變通

的方式實現了政治危機局面下對地方官員的政績激勵，並變相擴大了晉升的途徑

和空間，也是對地方特別是府一級不合理的「外放」與「晉升」比例的一次再調

整，其不能不說是合乎制度運行的內在規律。 

當然，這一變通形式與官方條文之間的內在緊張也比較突出，皇帝、吏部依

然試圖通過各種章程和資格審查、委署比例限制等對督撫之權予以限制。
105
這種

緊張關係維持到了清末，直到光緒三十四年清廷停止部選，結束部選與外補並存

的選官結構，
106
而知府選任也迎來了新的局面，地方晉升的渠道由於督撫權力的

 
102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之<復鄉職議>(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 11。 

103
 胡恆,<清代政區分等與官僚資源調配的量化分析>，頁 4-29。 

104
 《清高宗實錄》卷 1357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丙子，頁 192。 

105
 關於晚清督撫在官僚任免上權力的擴大，學界研究甚多，可參劉偉，《晚清督撫政治：

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劉偉，<同光年間州縣官選任制度

的嬗變>，《安徽史學》,2010 年第 1期,頁 5-13。 
106
 劉偉，<「停部選」與清末州縣官選任制度改革>,《清史研究》,2010 年第 1期,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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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而加大，一直到民國時期亦然，隨著「迴避」等制度的逐步瓦解，
107
圍繞選

官任官的權力天平顯著偏向地方，甚至可以說開啟「地方化」進程，但地方割據

的發展趨勢重新將中國帶入一個混亂的時代。圍繞著地方重要官員的京師空降與

地方晉升兩種模式的再平衡，中國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89。 
107
 關於清人對迴避問題的態度及晚清的轉變，可參胡恆、陳路，<清代地域迴避之爭的脈

絡及其分析>，《史林》，2019 年第 4期，頁 11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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